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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合伙事务执行的对外关系理论来源还未明晰，反而造成合伙事务执行中权利归属与利益归属不确定、

善意相对人保护范围不清晰、执行职务过程中侵害他人权益时的责任承担不明晰以及民事合伙诉讼能力

问题繁杂等。对此，应厘清理论来源，将商事合伙的理论来源明确为代表制度，民事合伙的理论来源明

确为代理制度。且不同制度之下，以不同名义对外执行合伙事务，将对善意第三人产生不同效果。合伙

事务执行中如果产生侵权事实，责任的承担也应进行区分，商事合伙中原则上应将侵权责任归属于组织

体，而民事合伙则一般由执行人个人承担侵权责任。民事合伙在诉讼中不以是否起字号为确定诉讼当事

人的唯一标准，诉讼当事人为全体合伙人，但可推选诉讼代表人以参加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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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external relations in the execution of partnership affairs is 
not clear, which leads to the uncertainty of the ownership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execution 
of partnership affairs, the unclear scope of protection of bona fide counterpart, the unclear re-
sponsibility whe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thers are infringed in the execution of duties, and 
the complicated problems of litigation capacity of civil partnership. In this regard, the theoretical 
source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commercial partnership should b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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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d as representative system, and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civil partnership should be defined as 
agency system. And under different systems, the execution of partnership affairs in different names 
will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bona fide third party. If there is a tort in the execution of part-
nership affairs, the liability should also be distinguished. In principle, the tort liability should be-
long to the organization, while in civil partnership, the executor is gener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tort liability. In a civil partnership, the sole criterion for determining the litigants shall not be 
whether the name is used or not. The litigants shall be all the partners, but representatives may be 
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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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自身财力或是物力不足以对抗经营风险时，合伙便成为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作投资运营的首选方式。

早在古罗马时期便已有合伙的雏形，此时期之下的合伙是指子女之间为更好地经营父亲所留下的商号而

合作管理经营。发展至今，合伙的形式更加多样，内涵更为丰富，除传统的普通合伙之外，有限合伙的

数量增长迅速，不仅如此，合伙企业更是成为非法人组织的一种，被赋予民事主体资格。 
合伙成立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将各个合伙人的优势进行结合，以降低对外经营的风险，从而获取利

益。合伙的目的决定合伙的运行方式为不断进行外部交往，也即是不断对外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事务执

行的对外关系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合伙人或合伙事务执行人对外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基础和利益归属问

题；二是合伙事务执行中善意相对人的保护；三是合伙人或合伙事务执行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侵害他人

权益时的责任承担问题；四是民事合伙的诉讼能力问题。因商业环境的复杂程度进一步提升以及合伙形

式的更加多样，不同类型的合伙对外执行合伙事务的方式、效果差异极大，不可一概而论。解决上述问

题需要厘清不同类型合伙对外关系的理论来源，将不同类型的合伙进行分类研究，明晰合伙事务执行的

理论基础。合伙之下，代表制度与代理制度二者在制度设计上有较大的不同，需加以区分，如理论来源

混淆，则合伙事务执行的对外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及其后果将较为混乱。 

2. 合伙事务执行对外效力的理论基础 

在我国，主流观点几乎都认可区分民事合伙与商事合伙，尽管二者都是基于合伙协议而建立关系，

且都具有营利性的品格，但从本质上而言，商事合伙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具有人合性、团体性，而民

事合伙仅有一纸合同 [1]。在合伙二分的语境下，合伙事务执行的理论基础是否同一，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问题。 

2.1. 商事合伙——代表制度 

在对《民法典》第 105 条的规定进行解释时，出现了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该条确立了非法人组

织的代表人制度。所谓非法人组织的代表人是指非法人组织根据其章程、协议或者经共同决定，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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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代表该组织对外从事民事活动的人 [2]。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确立了非法人组织对外代理的规定 [3]。 
这一冲突主要是源于传统理论对法人之法定代表人之性质的不同理解。关于法定代表人的性质，学

理上曾因“法人实在说”和“法人拟制说”的不同立场，呈现出“代表说”和“代理说”的分野 [4]。“代

表说”主张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机关，不是两个主体，法定代表人执行法人的对外事务，视为法人自身

的行为，由法人承受其法律后果。这显然与代理人、被代理人是不同的两个法律主体存在本质区别。在

代理关系中，代理人的行为效果之所以归属于被代理人，只是基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代理制度而产生的。

而“代理说”认为法定代表人就是法人的代理人，“代表人”的称谓只是一种简单的比喻。例如《日本

民法典》第 53 条虽规定董事代表法人，但在《民事诉讼法》第 37 条又规定法人的代表人准用关于法定

代理人的规定。代表与代理到底是统合还是区分，取决于法人本质的不同说理 [5]，在“法人实在说”之

下，代表与代理日渐走向分离。 
我国《民法典》采纳了“代表说”的立场。理由在于： 
第一，《民法典》在代理制度中并没有规定法定代表人准用代理的规则，而是在第 61 条、第 62 条

单独规定了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职务行为的法律责任，很显然是将法定代表人当作法人的一个机关

看待的。这种理解是符合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务经验的，也与我国主流学说长期坚持“法人实在说”的

观念密切相关 [6]。例如，按照我国《公司法》第 13 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并非任何人都有权担任，其身

份要受到限制；而代理人可以由公司的其他人担任，不受任何限制。 
第二，《民法典》第 172 条和第 504 条基本上延续了原《合同法》第 49 条、第 50 条对表见代理行

为、表见代表行为的区分。由此可见，代理与代表区分的观念在我国民法上已经根深蒂固，而且已经在

法律中进行了明文规定。 
那么，对于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人而言，在法律性质上到底是合伙企业的代表人，还是合伙企业的

代理人呢？这里直接涉及到在法律适用上是准用《民法典》第 61 条和第 62 条规定，抑或直接适用《民

法典》第七章的代理制度？ 
《民法典》第 105 条使用了“代表”这个术语，我国《合伙企业法》也延续了“代表”这一称谓，

且根据第 26 条规定理解，合伙人之间具有同等的事务执行权利，除此之外，合伙企业还可按照合伙协议

或是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确定合伙企业的执行代表。在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一起案件中，法院认为：周

某某已经工商登记为盛源煤矿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其有权对外代表盛源煤矿执行合伙事务。1 
有观点认为，合伙代表与公司法上的法定代表人迥然不同，因为合伙本质上只是合伙人个人之间的

联合，个人的主体性价值仍然存在，故合伙代表的实质是执行合伙人是其他合伙人的代理人。之所以用

“代表”这个称谓，只不过是立法与实践便宜之需要，可助益作为团体的合伙对外交往 [7]。近年来学理

上对于立法区分代表与代理、表见代理与表见代表的做法也不断提出质疑 [8]。 

2.2. 民事合伙——代理制度 

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对于民事合伙事务执行人的法律地位都有明确的规定。 
《德国民法典》第 713 条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之权利及义务，除依合伙关系另有规定者外，依

第六百六十四条至第六百七十条关于委托之规定。”第 714 条规定：“依合伙契约，合伙人中之一人享

有执行事务权限者，有疑义时，对第三人亦有代理其他合伙人之权限。”第 715 条规定：“于合伙契约，

一合伙人经授权得对第三人代理其他合伙人者，其代理权仅得依第七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剥夺之；代

理权与执行事务权限结合而为授予者，仅得与执行事务权限一并剥夺之 [9]。”由此可见，德国法上民事

合伙事务执行人的法律地位被界定为委托合同的“受托人”和“代理人”。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 1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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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债法典》第二分编“各种契约”设有单纯合伙一章，所谓单纯合伙相当于我国民法意义上不

具备组织体的民事合伙。2 第 540 条规定：“1) 以本章无规定及合伙契约无约定为限，对执行合伙事务

的合伙人与其他合伙人间的关系，适用关于委任的规定。2) 合伙人对合伙事务无执行权而执行合伙事务

时，或者有执行权的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逾越其权限时，适用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第 543 条：“1) 合
伙人为合伙之计算，但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为交易行为者，仅该合伙人本人，对第三人取得权利并负

担义务。2) 合伙人，以合伙之名义或以全体合伙之名义，与第三人为交易行为者，其他合伙人，仅在该

交易行为符合关于代表权规定的限度内，对第三人取得权利并负担义务。3) 合伙人被委任执行合伙事务

者，应推定：该合伙人已被授予代表合伙或全体合伙人与第三人为交易行为的权利 [10]。”显然，《瑞士

民法典》与德国法保持一致，认为合伙事务执行人与其他合伙人之间是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680 条规定：“第五百三十七条至第五百四十六条关于委任之规定，于合

伙人之执行合伙事务准用之。” 
在我国，主流观点对合伙事务执行人法律地位的认定亦采纳了“代理说”。本人以为，对民事合伙

中合伙事务执行人只能依一般意定代理来解决法律效果归属问题，因为职务代理仅适用于具有人合性、

组织性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具体而言，在每个合伙人都有事务执行权之时，各个合伙人互为代理人；

在委托执行的情况下，执行合伙人代理其他合伙人与非执行合伙人。由此我国《民法典》第 970 条第 2
款规定可知，在民事合伙的场域，合伙事务的执行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二是根据

合伙合同或全体合伙人的决定，授权委托一个或数个合伙人执行。在第一种情况，意味着各个合伙人互

为代理人；在第二种情况，“委托”一词表明合伙事务执行人是其他合伙人的代理人，此时它不是以合

伙人的资格而是以受托人的资格执行合伙事务 [11]。很显然，《民法典》第 970 条第 2 款受到了大陆法系

国家或地区民事合伙立法的影响，以委托合同或代理制度处理执行事务合伙人与其他合伙人之间的关系。

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准予委托第三人执行合伙事务有所不同，我国《民法典》并无此规定，而仅

限于委托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3. 合伙事务执行中善意相对人的保护 

法定代表人对法人的营业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故而合理确定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成为法

人设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按照《民法典》第 61 条第 3 款的规定，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可以被限制。

但是该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对合伙事务执行人而言，《合伙企业法》第 37 条与《民法典》第 61 条第 3 款如出一辙，采取“内

外有别”的立法模式，内部权限的限制不得让善意第三人买单，旨在保护交易中的善意第三人利益。《民

法典》第 170 条第 2 款亦作相同规定，只不过职务代理仅适用于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 
对于民事合伙而言，合伙事务执行人的权限是通过委托合同或者一般意定代理确定的。根据《民法

典》第 920 条规定，委托有特别委托和概括委托之分，在概括委托的情形，合伙事务执行人的权限应当

限定于共同事业目的，这是因为合伙合同本身就是为共同事业目的所存在的。如果合伙事务执行人超出共

同事业目的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则属于无权代理，应当适用《民法典》第 171 条关于无权代理的规则。在特

别委托的情形，合伙事务执行人的权限由合伙合同约定或者由全体合伙人决议确定，此时合伙事务执行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只能以合伙合同或全体合伙人决议确定的范围为限。超出该范围，则属于无权代理。 
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执行事务合伙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从事受托事务，交易第三人能否主张该合

同直接约束全体合伙人？ 

 

 

2《瑞士债法典》第三分编“商事组织与合作社”中就普通合伙、有限合伙明确加以规定，故第二编的单纯合同属于契约型合伙或

民事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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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民法典》第 925 条的规定进行理解，如果执行事务合伙人是在合伙合同或全体合伙人的决议

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那么此时合同的效果归属取决于第三人是否知晓执行事

务合伙人与全体合伙人之间有代理关系。举例而言，甲、乙、丙三人签订合伙合同，以收购小麦加工面

粉为共同事业目的，合伙合同中授权甲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从第三人丁处收购小麦。第三人知道

合伙事实，并且知道执行事务合伙人与其他合伙人之间是代理关系，那么在甲某一天以自己名义从丁处

收购小麦，用于家庭消费使用，在甲已经明确申明的情况下，却还要让全体合伙人承受这一私下交易的

法律效果，恐怕并不合适，也难谓公平合理。 
因此，本人以为，《民法典》第 925 条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它对第三人的保护过于强大，反而忽

视了委托人的利益。在民事合伙中，如果合伙事务执行人明确表示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从事交易，第三

人不得主张该法律效果直接约束全体合伙人。在合伙事务执行的过程中，该执行人就是代理人，又是独

立的个体之一，可独立地从事民事活动并承担责任。换言之，在合伙事务执行人从事民事活动时，必须

坚持显名原则，由合伙事务执行人声明是以被代理人名义从事交易。 

4. 合伙事务执行人侵害他人权益时的责任承担 

判断一个人能否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主要看其是否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在我国，在“法人实在说”

的影响下，《民法典》第 62 条确立了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对非法人组织是否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则无

明文规定。理论上对此大多认为，非法人组织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完全民事责任能力，这主要是

因为其意志、财产等并没有与组织的成员或设立人完全分开，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 [12]。非法人组织与法

人之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 [13]。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合伙企业中，合伙事务

执行人因执行职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时，是否应当由全体合伙人承担侵权责任？ 
有观点认为，非法人组织事务执行人与法人法定代表人在职务侵权的性质认定与责任归属上根本不

同。法定代表人是法人机关，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行为在法律上视为法人自己行为，在法定代表人执

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时由法人承担责任奉行的是“自己责任原则”。与此不同，非法人组织事务执行人

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应当归属于事务执行人的自身侵权行为，由事务执行人自己承担侵权责任 [14]。 
本书认为，不可否认，作为非法人组织的合伙企业，其合伙事务执行人与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确实存

在差别，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人却有着与法定代表人相似的一面：都是作为

组织体的代表机关和执行机构，对外从事民事活动 [15]。因此，在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因执行职务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时，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62 条规定，由合伙企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事务执行人有

过错时，合伙企业可以向事务执行人追偿。在具体适用时，通常先以合伙企业的财产对外承担赔偿责任，

不足部分由全体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 
在民事合伙领域，合伙事务执行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权益损害时，如何承担责任呢？ 
一种观点认为，“未形成组织的合伙不具备侵权能力，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自己对被侵权人承担侵

权责任，但在内部关系上可根据合伙合同请求其他合伙人分担 [16]。”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合伙没有形

成稳定的组织体，但具有一定程度的组织性，应当由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还有学者认为，应当考虑其

他合伙人的主观因素，在其他合伙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执行合伙事务实施侵权行为但未作反对表示的，

可认为其构成主观上的意思联络，致第三人受损，对第三人而言则应由全体合伙人根据《民法典》第 167
条承担连带责任 [17]。 

我国《民法典》对此未作明文规定，在将民事合伙合伙事务执行人认定为其他合伙人的代理人的基

础上，按照《民法典》第 167 条规定的逻辑，受害人只有在证明被代理人主观上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人

实施侵权行为而未反对的，才能让被代理人(其他合伙人)与代理人(合伙事务执行人)承担连带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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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害人如何证明呢？这个证明难度恐怕是相当大的。再者，能否从这条推断出，被代理人不知道代

理人实施侵权行为或虽然知道但已明确表示反对的，被代理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民事合伙中合伙事务执行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权益损害，能否准用《民

法典》第 1191 条的用人单位责任(雇主责任)、第 1192 条的个人劳务责任？这里涉及到合伙事务执行人与

全体合伙人的关系能否归入雇佣关系？ 
本人认为，合伙事务执行人与全体合伙人之间不是雇佣关系，也不是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而

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合伙事务执行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权益损

害的，不得适用或准用用人单位责任或个人劳务责任。此其一也。 
其二，合伙事务执行人通常是基于全体合伙人的委托来执行合伙事务，作为受托人或代理人，合伙

事务执行人在事务执行过程中应当负有一般理性人之注意义务，如在执行事务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

造成他人损害的，通常由合伙事务执行人自己承担责任。如无过失，虽然合伙人没有形成稳定的组织体，

但合伙人有独立的合伙财产，因此，在发生合伙事务执行人因执行合伙事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时，应

当由全体合伙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可先由合伙财产支付。 

5. 民事合伙的诉讼能力 

民事合伙的诉讼能力，又称民事合伙的当事人能力，是指民事合伙在诉讼中能否作为原告或被告的

资格。如果某一合伙人对外以全体合伙人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了一份合同，对方因此而享有债权，那么

在其债权到期而未获清偿时，该债权人能否将全体合伙人起诉到法院？或者说债权人只能起诉该单个的

合伙人？在诉状里列举被告时是否要列举全体合伙人 [18]？这就涉及民事合伙的诉讼能力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198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

行)第 45 条规定：“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以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为诉讼当事人，并

由合伙负责人为诉讼代表人。合伙负责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发生法律效力。未起字号的个人合

伙，合伙人在民事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合伙人人数众多的，可以推举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诉讼代表

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发生法律效力。推举诉讼代表人，应当办理书面手续。”根据本条规定，

无论是否起字号，个人合伙均具有诉讼能力，只不过有无字号直接影响诉讼当事人的认定。一方面，起

字号的个人合伙，以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为诉讼当事人，由合伙负责人为代表该个人合伙参加诉讼活动。

另一方面，未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合伙人在民事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也即全体合伙人都应当列为诉讼

当事人，在人数众多时可以推举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活动。这一区分带来两个尴尬的问题：1) 合伙事务

执行人可以是单数也可是复数，在有两名以上的合伙事务执行人时，如何确定负责人？若数个合伙事务

执行人存在不一致的意见，则诉讼程序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2) 合伙负责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其所作的

诉讼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发生效力，那么如何保障其他合伙人的诉讼权利？ 
正因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0] 20 号)第 60

条改变上述做法，规定：“在诉讼中，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

个人合伙有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全体合伙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被

推选的代表人，应由全体合伙人出具推选书。”由此可见，该“解释”已经明显改变了《民通意见(试行)》
第 45 条的立场，不再区分是否起字号，只要是个人合伙，都以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有依法核准登

记的字号的，应当在法律文书中注明。全体合伙人可以推选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活动 [19]。 

6. 结语 

规范合伙事务对外执行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应厘清理论来源，且根据合伙的不同类型来分别确定。

在商事合伙中，以合伙企业为例，依《民法典》之规定，其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且在合伙事务的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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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代表人对外执行合伙事务，效果归于合伙企业所承受，此外，合伙企业还可以参照适用法人制

度中的法定代表人的相关规定。而民事合伙，在比较法视野下进行研究，诸多国家的立法倾向于将民事

合伙的理论来源确定为代理制度或委托制度，在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合伙事务时，全体合伙人之间互为

代理人与被代理人；若是全体合伙人授权部分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则该执行人基于被委托而执行合伙

事务。 
在厘清理论来源后，解决后续合伙事务执行过程中善意相对人的保护、发生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问

题以及民事合伙在遭遇诉讼时的诉讼能力问题时便可有的放矢。在善意相对人的保护问题上，商事合伙

中应当坚持对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限制，以“内外有别”的立法模式来保护善意相对人。民事合伙中，

“显名原则”需得到强化，当执行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进行交易，该交易后果就不应由全体合伙人承担。

此外，如若在合伙事务的对外执行中发生侵权行为，商事合伙因其形态较为独立，且执行人与代表人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其相似性，因此，商事合伙可参照适用法人的相关规定。在民事合伙中，侵权行为的发

生一般归责于独立个人，即执行人本人，但如果执行人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则可要求全体合伙人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事合伙在诉讼时，诉讼能力问题也得到了明确回应。个人合伙是否有字号并经登

记已经不是确定诉讼人的唯一条件，原则上只要是民事合伙，全体合伙人均为共同诉讼人。但由于民事

合伙的人数可能较多，具体的诉讼代表人可采用推选的方式进行确定，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合

伙人发生效力。如此一来，民事合伙的诉讼问题得到了简化，诉讼效率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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